
 

 

上游行政管制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
—基于垂直生产供应链的视角

刘灿雷1，王永进2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研究院，北京 100029；2.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立足于中国目前“上游行业行政垄断，下游行业市场竞争”的现实背景，文章利用

1998−2013 年的微观企业数据，首先从垂直生产供应链视角就上游行政管制现象进行了行业界定。

在此基础上，根据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测算出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并进一步考察其对中国制造业企

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998−2007 年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态势，并对中国制

造业企业的出口市场进入和出口规模扩张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 2007−2013 年间，上游行政

管制程度却发生了扭转并逐年强化，明显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提升。进一步的异质性

检验发现，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对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

高竞争行业以及东部沿海地区中。由此可知，继续推进上游行政管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降低其在

行业间投入产出中的管制程度，对于继续释放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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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入世”之后，中国出口规模迅速增加，目前已跃居世界首位。在

出口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中国企业出口的产业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由中下游行业主导

整体的出口规模扩张，而在上游行业则缺乏明显的出口竞争优势。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

不断推进，中国整体的市场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呈现出“上游行业行政垄断，下游行业市场竞

争”的非对称市场结构。考虑到行业间投入产出关联的重要性（Acemoglu 等，2015），中国目前的

市场结构激发了本文的研究动机，即随着中下游行业的市场竞争加剧，维持上游行业的行政管

制是否阻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显然，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势力不断抬头以

及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分析事关产业结构未来的改革方向以

及出口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当前亟需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于投入产出关联与企业出口的相关研究，已有文献主要从中间品贸易（Bas，2012；Chevas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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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zza 等，2013；Feng 等，2016）、服务业管制（Bas，2014）、产业政策（Blonigen，2016）方面就企业出口

绩效进行了实证检验。具体而言，Bas（2012）采用阿根廷企业数据研究发现，中间投入品贸易自

由化带来的投入品价格下降、质量提升与产品种类增加，对企业的出口市场进入具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Chevassus-Lozza 等（2013）基于法国农业食品企业数据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

进了下游高效率企业的出口规模扩张，但抑制了低效率企业的出口规模以及内销企业的出口市

场进入。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而言，Feng 等（2016）验证了中间投入品贸易的积极效应，即大规模

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不仅扩大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规模，同样扩大了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在

服务业管制方面，Bas（2014）从印度服务业改革方面，研究发现放开上游服务业管制对下游制造

业企业的出口市场进入和出口规模扩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产业政策方面，Blonigen（2016）

基于钢铁行业的产业政策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带来的市场保护对下游行业的出

口竞争力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随着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目前“上游行业行政垄断，下游行业市

场竞争”的非对称市场结构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刘瑞明和石磊（2011）通过构建垂直生

产关联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垄断上游行业不仅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市场进入，还导致

上游中间投入品较高的生产成本，通过垂直生产关联影响到下游行业的产品价格，进而抑制了

民营企业成长，降低了整体的社会福利。Li 等（2015）通过构建垂直结构的一般均衡模型得出相

似的研究结论。此后，王永进和施炳展（2014）、王永进和刘灿雷（2016）、李胜旗和毛其淋（2017）、

吕云龙和吕越（2017）分别基于企业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出口附加值和比较优势方面，实证研究

发现，由政府保护形成的上游垄断不利于企业的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出口附加值以及比较优势

的提升。但在识别验证方面，上述文献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关于上游行政垄断的指标测算存在

明显偏误，未能准确界定上游行政管制行业，且忽视了行业间投入产出关联的间接影响；二是并

未刻画长期以来上游行政管制程度的演变态势，直接得出上游行业行政管制的负面结论是有失

偏颇的。

综合以上文献可知，在投入产出关联与企业出口绩效方面，已有文献忽视了中国经济发展

中上游行业行政管制对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而国内关于上游行政管制的相关文献在识

别检验方面往往存在明显的测量偏误，且并未系统考察其对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鉴于

此，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首先从垂直生产供应链视角界定了上游行政管制行业，根据

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测算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并统计刻画了其演变态势，据此考察了其对中国制

造业企业的出口市场进入和出口规模的影响效应。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利用 1998−2013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首次从企业出口市场进入和出口规模扩张方面，考察了上游行政管制对中国制造业企

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而国内关于上游行政管制的相关文献并未系统考察其对制造业企业出口行

为的影响。第二，本文基于 Antràs 等（2012）提出的行业“上游度”指标，利用 1998−2013 年的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首次基于垂直生产供应链角度界定了上游行业的行政管制范围，且在指标构

建时考虑了行业间投入产出关联的间接影响，克服了已有研究中的测量偏误问题。第三，本文统

计刻画了上游行政管制程度的演变态势，据此阐述国内上游行政管制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更

具有现实含义，而已有文献仅仅得出负面的影响结论是有失偏颇的。具体而言，上游行政管制程

度在 1998−2007 年显著下降，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市场进入和出口规模扩张产生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但在 2007−2013 年间，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发生扭转并逐年强化，明显抑制了中国制

造业企业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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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典型事实与指标测算

（一）理论分析

由于行业间存在紧密的投入产出关联，上游行业产品往往作为中下游行业的中间投入品，

因此，上游行业的行政管制主要通过中间投入品对中下游企业的市场经营活动产生作用。通过

梳理相关的研究文献可知，上游行业的行政管制主要通过中间投入品的产品价格、产品质量和

产品种类方面影响中下游企业的出口行为。具体而言：第一，在中间投入品的产品价格方面，减

少上游行业的行政管制有利于增强市场竞争机制以降低上游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而降低中下游

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增强出口竞争力（Bas，2012，2014）。在垄断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市场竞争加剧

会降低在位企业的产品垄断势力，进而降低产品价格，而维持上游行业的行政管制则抑制了上

游市场竞争机制，变相增加了在位企业的市场垄断势力和产品定价（刘瑞明和石磊，2011；Li 等，2015）。

第二，在中间投入品的产品质量方面，降低上游行业的行政管制有利于提升上游产品的产品质

量，进而增强中下游企业的出口竞争力（Aghion 等，2005；Amiti 和 Khandelwal，2013；王永进和施

炳展，2014）。Amiti 和 Khandelwal（2013）研究指出，市场竞争加剧将会导致明显的产品质量升级

效应。考虑到上下游行业间的产业关联，王永进和施炳展（2014）已经证实，由政府保护形成的上

游垄断不利于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第三，在中间投入品的产品种类方面，减少上游行业的

行政管制有利于提升上游产品的产品种类，进而增强中下游企业的出口竞争力（Aghion 等，2005；

Goldberg 等，2010）。正如 Aghion 等（2005）研究指出，市场竞争加剧会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以逃

离产品市场竞争，而研发创新既会提升产品质量，也会创造新的产品。对此，Goldberg 等（2010）进

一步指出，扩大中间投入品的产品种类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的产品范围。

（二）上游行业行政管制的典型事实与行业界定

伴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整体的市场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目前呈现出“上

游行业行政垄断，下游行业市场竞争”的非对称市场结构（刘瑞明和石磊，2011；Li 等，2015；王永

进和刘灿雷，2016）。为进一步准确界定上游行业的行政管制现象，本文统计了 2007 年和 2013 年

国有企业在上游细分行业的资产份额，如图 1 所示。

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并非完全主导上游每一个行业，大部分行业中国有资产份额均低于 40%。

因此，关于上游行业的行政管制问题并非涉及上游每一个生产行业，而主要体现在部分上游行

业中。考虑到长期以来国企资产份额持续下降的演变态势，本文将上游行业中国有资产份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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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企资产份额在上游行业内的分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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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Antràs 等（2012）提出的投入产出分析法，测算每个行业在垂直生产供应链中的相对位置（即行业上游度），将工业制造业（共

80 个行业）中排名后 27 位的行业划分为下游行业，排名中间的 27 个行业划分为中游行业，排名前 26 位的行业划分为上游行业。具体的测算

方法介绍，请参见 Antràs 等（2012）。根据 2002 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上游行业共包含 26 个行业，其中含有“废品废料”和“其他工业”的两个

行业，由于难以准确同微观数据匹配，因此本文将这两类行业进行了删除。图 1 内的实线为 0.5 的份额比重，虚线为 0.4 的份额比重。

•  142  •



2007 年和 2013 年均高于 40% 的行业界定为上游行政管制行业。①具体如下：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炼铁

业、炼钢业、有色金属冶炼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三）上游行政管制程度的指标测算与演变态势

关于上游行政管制的指标测算，已有文献主要基于行业本身的市场竞争结构，以及行业间

的直接投入产出关联测算所得。例如，国内学者王永进和施炳展（2014）、李胜旗和毛其淋（2017）

关于中国上游行业行政垄断的测算指标为：

upsmopy j =
∑n

i=1
(hhii× θi j) （1）

hhi

θi j

其中，i 行业属于投入行业，j 行业属于产出行业； 为行业维度的赫芬达尔指数，用以衡量行业

内的市场垄断程度； 为行业 j 的总投入中 i 行业的直接投入比重。具体而言，行业维度的赫芬

达尔指数的测算公式如下：

hhii =
∑

f∈i
(sale f i/salei)

2 （2）

sale f i salei其中，i 表示行业加总，f 表示企业， 为企业的销售额， 为行业 i 的总销售额。这一指标较

好地衡量了市场结构的垄断程度，如果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越高则表明该行业的市场垄断程度

越高。由图 1 可知，上游行业的行政管制并非涉及每个行业，只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 9 个上游

行业存在明显的行政管制。由此可知，采用式（1）测算中国的上游管制现象并不准确，毕竟上游

行业中并非每个行业均处于市场管制状态。因此，本文首先测算了上游行政管制行业的赫芬达

尔指数，然后再测算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具体的测算公式如下所示：

upsregul j =
∑

i∈regulation

(
hhii×δi j

)
（3）

hhi

δi j

upsregul j δi j

其中，i 行业属于上游行政管制行业，j 行业属于其他工业制造业行业； 为行业维度的赫芬达尔

指数，用以衡量上游行政管制行业内的市场垄断程度； 为行业 j 的总投入中 i 行业的投入比重；

越大说明 j 行业面临的上游行政管制程度越强。其中，关于行业间的投入产出系数 ，

国内学者王永进和施炳展（2014）、李胜旗和毛其淋（2017）等人只利用了行业间的直接投入系数，

忽视了行业间的间接投入关系，毕竟间接投入关系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Acemoglu 等，

2015）。例如，i 行业产品既可以直接作为 j 行业生产的投入要素，也可以通过参与其他行业产品

生产而作为 j 行业生产的间接投入要素。具体展示如下：

δi j = αi j︸︷︷︸
direct

+
∑

k
αikαk j+

∑
k

∑
l
αikαklαl j+ ...︸                                    ︷︷                                    ︸

indirect

=θi j+
∑

k
αikαk j+

∑
k

∑
l
αikαklαl j+ ...︸                                    ︷︷                                    ︸

indirect

（4）

αi j αik

αk j αkl

αl j

其中， 为 j 行业产品生产中 i 行业的直接投入比重； 为 k 行业产品生产中 i 行业的直接投入比

重； 为 j 行业产品生产中 k 行业的直接投入比重； 为 l 行业产品生产中 k 行业的直接投入比

重； 为 j 行业产品生产中 l 行业的直接投入比重。因此，关于上游行政管制程度的测算，已有文

献往往忽视了行业间的间接投入产出关联，低估了上游行业的行政管制程度。鉴于此，本文在测

算上游行政管制程度时，同时考虑了行业间的直接和间接投入产出关联，弥补了已有文献的测

算问题。

接下来，利用中国 1998−2013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统计刻画了上游行政管制程

度的演变态势，以及上游行政管制行业和其他工业制造业本身的市场垄断程度，如图 2 所示。

刘灿雷、王永进：上游行政管制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

① 感谢审稿人的宝贵建议，如果将上游行业中国有资产份额在 2007 年和 2013 年均高于 50% 的行业界定为上游行政管制行业，本文基

准模型的回归结果仍保持一致。限于篇幅未列出（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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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知，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在 1998−2007 年处于下降态势，而在 2007−2013 年发生扭

转，呈现出明显的强化态势。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由行业本身的垄断程度所解释：第一，相较

于其他工业制造业行业而言，上游行政管制行业本身的垄断程度在 1998−2007 年有了明显下

降，从而导致其他行业面临的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得到下降；第二，在 2007−2013 年，上游行政管

制行业本身的垄断程度开始呈现出不断强化的态势，同其他行业垄断程度之间的差距开始扩

大，从而导致其他行业面临的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发生扭转并明显强化。①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

基于行业间的投入产出关联可知，上游行政管制行业往往向其他工业制造业提供中间投入

品。维持上游行业的行政管制通过影响其他工业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品的产品价格和产品数量，

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出口绩效（Bas，2014）。近年来，中国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在 2007 年之

前均处于明显的下降态势，但却在 2007 年之后发生扭转并不断强化。为实证检验中国上游行政

管制程度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关系，本文参考 Bas 和 Causa（2013）、Bas（2014）、王永进和施炳展

（2014）的做法，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ex f it/ lnex f it = α+βupsregulit+γhhiit + control f t +λ f +λt +ε f it （5）

ex f it

ex f it=1 ex f it=0 lnex f it upsregulit

hhiit λ f

λt ε f it

其中，下标 f、i 和 t 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  为企业出口状态，如果是出口企

业，则 ，反之则 ； 为企业出口规模；核心解释变量 为 4 分位行业（CIC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层面变量； 为行业本身的垄断程度； 为企业固定效应，用以控制难以

观测的企业个体特征； 为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难以观测的宏观经济冲击； 为随机扰动项。

control f t

control f t

其他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1）企业生产率（lprod）为企业劳动生产率，用人均产

出测算所得；（2）企业规模（lnsize）为企业总人数的对数值；（3）企业年龄（lnage）为企业经营年限

的对数值；（4）企业资本密集度（lnkl）为企业固定资产与员工人数比值的对数值；（5）企业员工工

资（lnwage）为企业员工工资的对数值。其他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主要为控制企业在生产

效率、规模、经营年限、资本密集度和员工工资方面的个体差异，尽可能控制遗漏解释变量对企

业出口行为的干扰作用。②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企业数据来自 1998−2013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全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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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游行政管制程度与行业本身垄断程度的演变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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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结合该时期的经济背景和相关的经济政策可知，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政府出台了“四万亿”的投资

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正如 Li 等（2015）研究指出，在这一系列的投资刺激政策下，大量信贷资源主要流向了国有企业，促进了国有企

业的投资扩张，进而强化了上游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势力。

② 限于篇幅，模型变量的统计结果并未列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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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以及年销售额在 500 万元（2011 年之后为 2 000 万）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给出了企业层

面的详细信息，包含企业的地理位置、所属行业、成立年份、总产值、总销售额、固定资产、员工人

数等变量。 ①在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之前，本文参考 Cai 和 Liu（2009）、Brandt 等（2012）、

Feenstra 等（2014）以及 Hsieh 和 Song（2015）的做法，构建新的面板数据，估算企业实际资本存量，

对企业异常值进行筛选，界定企业所有制特征。在此基础上，按照新的行业分类代码对企业数据

进行了标准化统一，采用 2004 年的经济普查数据填补该年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缺失值。此

外，相关投入产出数据主要来自中国 2002 年 122 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

四、识别策略与回归结果

（一）基准回归

upsregulit

ex f it/ lnex f it ex f it/ lnex f it

upsregulit

upsregulit ε f it

由计量模型式（5）可知，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上游行政管制程度，而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出

口市场进入和出口规模。根据 Hering 和 Poncet（2010）的研究主张可知，这一模型设定可以较好

地控制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原因在于：第一，行业层面的核心解释变量（ ）可

以影响到企业的市场行为（ ），而单个企业的市场行为（ ）很难反过来决定行

业层面的变量（ ），从而有效缓解了双向因果关系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第二，行业层

面变量（ ）与企业层面的遗漏变量（ ）往往存在较低的相关性，有效缓解了遗漏解释变

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鉴于此，本文主要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考察上游行政管

制程度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依次加入行业本身的垄断程度和企业层

面控制变量，具体的回归结果参见表 1。

根据表 1 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 upsregul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且对于不同的控制变量设

定均是稳健的。这一结果表明，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增强对企业的出口市场进入和出口规模扩张

均会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结合图 2 中上游行政管制程度的演变态势可知，在 1998−2007 年间，

上游行政管制程度的下降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 2007 年以后，上

游行政管制程度的逐渐强化则明显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ex ex ex lnex lnex lnex

upsregul −0.730**（−2.577） −1.017***（−3.524） −0.808***（−2.985） −9.757***（−3.466） −12.944***（−4.525） −9.740***（−3.711）

hhi −0.487***（−4.191） −0.354***（−3.145） −5.412***（−4.065） −3.528***（−2.787）

lprod 0.019***（19.158） 0.404***（33.391）

lnsize 0.059***（46.748） 0.822***（50.913）

lnage 0.008***（10.134） 0.069***（9.503）

lnkl 0.007***（15.744） 0.067***（14.963）

lnwage 0.016***（21.349） 0.180***（22.006）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 274 467 2 274 467 2 274 467 2 274 467 2 274 467 2 274 467

可调整 R2
0.728 0.728 0.731 0.768 0.768 0.774

　　注：***、**和*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方差聚类（行业-年份）调整后对应的 T 统计量。下同。

刘灿雷、王永进：上游行政管制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

① 考虑到部分年份的数据质量问题，本文同 Bai 等（2016）的做法相一致，在统计描述和实证检验中并未采用 2008−2010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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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1. 其他干扰因素的再检验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行业内市场竞争同样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值得注意

的是，伴随着市场化转型和国企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大部分行业的国企份额明显下降，且在

“入世”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关税水平逐年下降，外资企业的市场进入管制进一

步放开。因此，考虑到样本时期内其他影响因素的干扰作用，本文进一步加入行业内的国企份

额、最终品关税水平和外资份额，用以控制该时期国企改革、贸易自由化和外资管制放开对企业

出口行为的影响。①根据表 2 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 upsregul 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同基准回

归结果相一致。这一结果表明，控制了该时期行业内的国企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其他影响因素之

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是稳健的。

2. 中下游行业的市场管制问题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到 2013 年，国有企业在中下游行业的资产份额已不足 30%。

然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发现，部分中下游行业的国企份额仍高达 40% 以上，存在明显的行政管

制。②由于这些行业同其他行业相比存在明显的行政管制，因此，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对企业出口

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受到中下游管制行业的干扰。为了稳健起见，本文将中下游行业中 2013 年国

企 份 额 仍 高 达 40% 以 上 的 行 业 予 以 删 除 ， 再 次 进 行 实 证 检 验 。 根 据 表 3 的 回 归 结 果 可 知 ，

upsregul 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同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3. 内生性问题的再检验

根据 Hering 和 Poncet（2010）的研究主张可知，本文的模型设定可以较好地控制回归中可能

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然而，上游行政管制的政治诉求仍可能会影响本文的估计结果。相比较而

表 2    其他干扰因素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ex ex ex lnex lnex lnex

upsregul −0.809***（−2.985） −0.764***（−2.702） −0.711**（−2.512） −9.734***（−3.724） −10.020***（−3.647） −8.315***（−3.057）

soeshare −0.002（−0.219） 0.016（1.150） 0.237***（2.710） 0.527***（3.871）

tariff −0.001（−0.574） −0.001（−0.435） −0.001（−0.442） −0.001（−0.030）

fdishare 0.015（1.461） 0.027*（1.702） 0.125（1.284） 0.498***（3.411）

样本数 2 274 467 2 160 925 2 160 925 2 274 467 2 160 925 2 160 925

可调整 R2
0.731 0.729 0.729 0.774 0.772 0.773

表 3    删除中下游管制行业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ex ex ex lnex lnex lnex

upsregul −0.657**（−2.037） −0.974***（−2.891） −0.744**（−2.377） −9.349***（−2.920） −13.471***（−4.022） −9.869***（−3.263）

样本数 2 173 145 2 173 145 2 173 145 2 173 145 2 173 145 2 173 145

可调整 R2
0.728 0.728 0.730 0.768 0.768 0.773

　　注：回归设定和控制变量与表 1 相同，限于篇幅，并未列出详细结果（备索）。表 4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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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 Lu 和 Yu（2015）相一致，本文的最终品关税数据来自 WTO 网站，行业层面的最终品关税以简单平均方式测算所得。

② 这些行业为：烟草制品业（99.05%）、肥料制造业（53.10%）、钢压延加工业（53.75%）、锅炉及原动机制造业（48.41%）、铁路运输设备制造

业（70.79%）、汽车制造业（71.54%）、燃气生产和供应业（53.75%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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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那些大量使用上游行政管制行业产品的中下游行业，对于上游行政管制行业的市场放开理

应具有更强的政治诉求。对此，Bourlès 等（2013）研究指出，这一内生的政治诉求可能会导致有偏

的估计系数，但却低估了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效应。因此，考虑到市场管制

中政治诉求因素的干扰，本文的估计结果可以被认为是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

的最低效应。①此外，Bas 和 Causa（2013）研究指出，考虑到市场管制可能对行业间的投入产出关

联产生影响，这将导致核心解释变量测算存在内生性。因此，为了控制投入产出关联可能导致的

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 Bas 和 Causa（2013）的研究设计，采用美国 2002年 133 行业的投入产出表，

利用其投入产出关联测算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再次进行实证检验。由

表 4 的回归结果可知，控制了行业间投入产出关联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

仍然成立。

4.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再检验

根据 Acemoglu 等（2015）的研究可知，行业间的投入产出关联既存在直接影响效应，又存在

明显的间接影响效应。例如，i 行业产品既可以直接作为 j 行业生产的投入要素，也可以通过参

与其他产品生产作为 j 行业生产的间接投入要素。接下来，本文分别基于直接投入关联和间接

投入关联测算上游行政管制程度，据此再次进行实证检验。根据表 5的回归结果可知，上游行政

管制程度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既会通过行业间的直接投入关联产生影响，也通过行业间的

间接投入关联产生作用。

5. 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一，考虑到测算指标的稳健性，本文采用行业内前 4 和前 10 位企业的市场份额衡量市场

垄断程度，基于此测算的上游行政管制程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二，考虑到回归样本中大量企

业的出口零值问题，本文将出口额始终为 0 的企业予以删除后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基于 Tobit 和

Heckman 两阶段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三，由于数据统计口径在 2011 年发生变化，由销售

表 4    内生性问题再检验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ex ex ex lnex lnex lnex

upsregul −0.660***（−3.913） −0.656***（−3.924） −0.513***（−3.220） −6.110***（−3.676） −6.071***（−3.674） −3.791**（−2.485）

样本数 2 272 283 2 272 283 2 272 283 2 272 283 2 272 283 2 272 283

可调整 R2
0.728 0.728 0.731 0.768 0.768 0.774

表 5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再检验的回归结果

（1） （2） （3） （4）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ex lnex ex lnex

upsregul −5.265***（−5.451） −58.199***（−6.117） −0.596*（−1.709） −7.899**（−2.349）

样本数 2 274 467 2 274 467 2 274 467 2 274 467

可调整 R2
0.731 0.774 0.731 0.774

　　注：控制变量与表 1 中的列（3）相同，限于篇幅，并未列出详细结果。表 6−表 9 同。

刘灿雷、王永进：上游行政管制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

① Beverelli 等（2017）关于服务业管制的工具变量结果验证了这一主张，基准回归（OLS）中的内生性问题往往低估了市场管制在行业间

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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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500 万元提升为 2 000 万元，为此，本文将数据统计口径统一为 2 000万元，再次进行实证检

验。上述稳健性检验，再次验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限于篇幅，未能列出详细结果，如需要可向作

者索取）。

（三）异质性检验

1. 企业所有制的异质性

从所有制方面来看企业的出口行为可知，国有企业的出口比重往往低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

业，且大部分外资及港澳台出口企业从事加工贸易，其生产的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主要来自国

外市场（戴觅和余淼杰，2014；Dai 等，2016）。由此可知，既然上游行政管制程度的增强明显抑制

了企业出口，那么其理应对出口比重较高且密集使用国内上游产品的民营企业作用更强。因此，

考虑到国有、民营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之间的明显差异，本文基于企业所有制的角度考察了上

游行政管制程度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异质性。根据表 6 的回归结果可知，upsregul 的估计系数在国

有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中均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但在民营企业的回归结果中显著为

负。这一结果表明，上游行政管制程度的增强对企业出口行为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

中，对国有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的作用有限。

2. 贸易模式的异质性

基于行业间的投入产出关联可知，上游行政管制行业往往作为其他工业制造业的中间投

入。维持上游行业的行政管制通过影响其他工业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品的产品价格和产品数量，

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出口行为。根据企业贸易方式可知，一般贸易企业需要负责企业出

口产品的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和出口市场销售等多个环节，而加工贸易只需要对出口产品的

部分环节负责，如生产加工环节（Dai 等，2016）。因此，相较于一般贸易企业而言，加工贸易企业

对上游行政管制行业的生产依存度较低，且加工贸易比重越高，则对上游行政管制行业的生产

依存度越低。为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对不同贸易模式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具

体而言，本文将出口比重低于 50% 的企业划分为一般贸易企业，大于 50% 的企业划分为加工贸

易企业，并进一步考察出口比重高于 75% 和 95% 的企业。具体的回归结果参见表 7。

根据表 7 的回归结果可知，upsregul 的估计系数在列（1）与列（2）中均显著为负，但在出口比

重 75% 和 95% 以 上 的 回 归 结 果 中 并 未 通 过 统 计 显 著 性 检 验 。 此 外 ， 从 估 计 系 数 大 小 来 看 ，

表 6    企业所有制的异质性

（1） （2） （3） （4） （5） （6）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及港澳台企业

ex lnex ex lnex ex lnex

upsregul −0.666（−0.953） −8.516（−1.233） −0.748**（−2.524） −8.786***（−3.266） −0.382（−0.823） −6.841（−1.445）

样本数 216 476 216 476 1 555 012 1 555 012 502 979 502 979

可调整 R2
0.751 0.801 0.686 0.729 0.679 0.732

表 7    企业贸易模式的异质性

（1） （2） （3） （4）

exshare<=0.5 exshare >0.5 exshare >0.75 exshare >0.95

lnex lnex lnex lnex

upsregul −13.824**（−2.255） −0.561*（−1.671） −0.108（−0.415） 0.175（0.632）

样本数 553 179 410 988 328 943 234 057

可调整 R2
0.495 0.985 0.992 0.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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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regul 的估计系数在出口比重低于 50% 的回归样本中远大于出口比重高于 50% 的回归结果。

这一结果表明，从企业贸易模式来看，上游行政管制程度的增强对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具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但对加工贸易企业的作用有限，且随着加工贸易比重的提升而逐渐弱化。

3. 市场竞争程度的异质性

企业的出口行为一方面受到上游行政管制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行业本身的市场

竞争程度。那么，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是否会因行业本身的市场竞争程度

不同而存在影响差异？毕竟，考虑到行业间的投入关系，行业本身的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则在上

游行政管制行业的投入品市场中议价能力往往越低，从而受到上游行政管制程度的影响越大

（刘瑞明和石磊，2011；Bourles 等，2013）。为此，本文基于行业本身的赫芬达尔指数，将低于中位

数的行业划分为高竞争行业，将高于中位数的行业划分为低竞争行业，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

检验。具体的回归结果参见表 8。

根据表 8 的回归结果可知，upsregul 的估计系数在高竞争行业中显著为负，而在低竞争行业

并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表明上游行政管制程度的增强对企业出口行为的负面效应

主要集中在中下游高竞争行业中，而对低竞争行业的作用有限。

4. 地区间的异质性

从区域间发展差异来看，长期以来中国整体的出口规模主要由东部沿海地区推动，中西部

地区出口规模较小（叶宁华等，2015）。近年来，伴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东部地区的生

产成本上升，出口作为拉动地区企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推动了区域间的产业转移，进一步释

放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增长潜力。在此背景下，本文进一步考察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对企业出口在

东中西部企业中的影响差异。具体的回归结果参见表 9。

根据表 9 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 upsregul 的估计系数在东部地区显著为负，而在中部地区的

企业出口规模方面显著为负，而西部地区的结果并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由此可知，上游行政

管制程度对东部地区的企业出口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作用有限。这一结果表

明，合理有序地推动地区间的产业分工转移，继续引导大量出口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建厂生产，既

有利于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以降低区域间发展差异，又有利于规避上游行政管制程度的负面影

响，从而继续发挥企业出口的经济增长效应。

表 8    市场竞争程度的异质性

（1） （2） （3） （4）

高竞争行业 低竞争行业

ex lnex ex lnex

upsregul −1.8093***（−4.223） −23.2906***（−5.888） −0.4468（−0.599） −5.5150（−0.757）

样本数 1 781 810 1 781 810 492 657 492 657

可调整 R2
0.738 0.778 0.737 0.787

表 9    地区间的异质性

（1） （2） （3） （4） （5） （6）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ex lnex ex lnex ex lnex

upsregul −0.9165***（−2.959） −10.6262***（−3.611） −0.7368（−1.311） −8.1796*（−1.736） −0.4068（−0.662） −3.2698（−0.581）

样本数 1 670 498 1 670 498 419 416 419 416 184 451 184 451

可调整 R2
0.739 0.777 0.607 0.672 0.716 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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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伴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中国企业出口的产业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由中下

游行业主导，而上游行业则缺乏明显的出口竞争优势。与此同时，中国整体的市场结构也发生了

明显变化，呈现出“上游行业行政垄断，下游行业市场竞争”的非对称市场结构。考虑到当前的

经济发展背景，以及行业间投入产出关联的重要性，本文利用大量微观企业数据，基于垂直生产

供应链的视角，实证考察了上游行政管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

以国有企业为载体的上游行政管制并非涉及每个行业，主要是指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其次，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

断推进和深化，上游行政管制程度在 1998−2007 年显著下降，但在 2007−2013 年间发生扭转并

逐年强化；最后，2007 年以来上游行政管制程度的增强明显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且这一

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高竞争行业以及东部沿海地区中。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降低上游管制行业的市场进入门槛，通

过引入更多潜在的进入企业以增强上游行政管制行业的市场竞争。伴随着中下游行业的市场竞

争加剧以及出口规模扩张，继续维持上游行业的行政管制明显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在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复苏乏力和贸易保护势力逐渐抬头的背景下，增强上游行政管制行业的市场

竞争程度对于进一步释放企业出口的经济增长潜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二，提高资本要素

的配置效率，基于产业发展规划和企业生产效率进行优化配置，降低对非国有企业的借贷歧视，

防止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上游行政管制行业的垄断程度。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政府出台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在这一系列的

投资政策刺激下，大量信贷资源主要流向了国有企业，促进了上游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张，进而强

化了上游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势力。第三，构建上游管制行业的创新激励机制，提升上游中间投

入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为提升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中国自 2001 年“入世”之

后，加工贸易逐年盛行，早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距离制造业强国仍有较大距离，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是在一般贸易的核心生产环节仍缺乏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由此可知，增强上游行

政管制行业的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对于提升一般贸易企业出口以及实现出口贸易的转型升级

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第四，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区域间的流通成本，凭借中

西部地区的成本优势，继续发挥出口贸易的增长效应。由于目前中西部地区面临着巨大的区域

间发展差异，降低区域间流通成本，合理有序地推动地区间的产业分工转移，继续引导大量出口

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建厂生产，既有利于释放中西部地区的成本优势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又有

利于继续发挥出口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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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pstream industry lacks obvious export advantages. At the same time，China’s overall market structure has

also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showing an asymmetric state of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in the up-

stream industry，market competition in the downstream industry”. Given the importance of input-output link-

ages between industries，China’s current market structure has motivated this study，namely，as market competi-

tion intensifies in the middle and downstream industries，does maintaining the administrative control in the up-

stream industry hinder the Chinese firm export？

　　Based on the data of micro-enterprises from 1998 to 2013，this paper first estimates the production loca-

tion of each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ertical production supply chain，and defines the upstream admin-

istrative control based on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and the evolution trend. On

this basis，based on the input-outpu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es，we measure the degree of the upstream

administrative control that each industry faces，and then identify the impact on China’s firm export. In addi-

tion，this paper also tests the differences of its effects based on the enterprise ownership，trade pattern，in-

dustry competition degre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inds that：Firstly，the upstream administrat-

ive control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oes not include every industry，mainly referring to the capital-intens-

ive industries such as coal mining washing and dressing industry，oil and natural gas mining industry，and the

production and supply of electric power and heat. Secondly，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China’s market-

oriented reform，the degree of the upstream administrative control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1998 to 2007，

but it was reversed and strengthened year by year from 2007 to 2013. Finally，since 2007，the enhancement of

the upstream administrative control h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export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

prises，and this negative impac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private enterprises，ordinary trading firms，highly com-

petitive industries and eastern regions.

　　This paper ha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Firstly，we should lower the market entry regulation of the

upstream regulated industry and the loa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so as to enhance

the market competition of the upstream administrative control industry. Secondly，the innov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of the upstream regulated industry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improve the technical content and

product quality of upstream intermediate inputs，and the growth effect of export trade should be continued to

exert.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rom two aspects：Firstly，the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vertical production supply chain defines the scope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ntrol in the upstream industry，

and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input-output relation between industries are considered，which improves the measur-

ing errors of the issue. Secondly，the evolution of the upstream administrative control degree is described by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from 1998 to 2013，which can evaluate the policy effects more ac-

curately and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Key words:  upstream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vertical production； industry linkage； firm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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